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玄高从学佛陀跋陀罗的一桩公案

徐 文 明

内容提要
:

本文通过对玄高是否曾经从学佛陀跋 陀罗 (觉贤 ) 一案的破解
,

对于佛陀跋陀罗离

开长安与到达建康 的时间
、

鸿摩罗什的卒年
、

法显 回国后的经历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解答
。

关键词
:
玄高 觉贤 鸿摩罗什 禅

玄高 ( 4 0 2一4 4 4) 是否从学佛陀跋陀罗 ( 359 一4 2 9)
,

是中国禅学史上的一桩著名的疑案
,

近

日宣方博士发表了 (南北朝禅学史上的一桩疑案— 玄高从浮陀跋陀学禅说辨伪) ( (中国文

化》1 9 9 8 年春夏卷 )一文
,

重提是说
,

以为其乃 讹传
。

是故有重加检讨的必要
。

此案之所以有疑
,

主要是由于时间间题
。

《高僧传
·

玄高传》谓 : “

闻关中有浮陀跋陀禅师在

石羊寺弘法
,

高往师之
,

旬日之中妙通禅法
。

跋陀叹曰
: `

善哉佛子
,

乃能深悟如此 !
’

于是卑颜

推逊
,

不受师礼
。 ”

然据 (枯录 )
,

佛陀跋陀罗于义熙七年 ( 4 1 1) 离开长安
,

因此玄高从学之时最多

只有十岁
,

似乎不大可能
。

对于这一问题
,

有些学者怀疑浮陀跋陀另有其人
,

有些学者认为僧传所记年龄有误
。

徐文

明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将玄高生年提前十年的方案
,

即改为公元 3 92 年 (徐文明博士论文 (中

土前期禅学思想研究》第二幸第三 节 )
,

这样一来
,

倒是消解了玄高年龄过小的矛盾
,

只是根据

不足
。

虽然僧传有玄高受戒 (受具足戒一般是在二十岁以后 )以后闻浮陀跋陀在关中弘法之

说
,

但仅此为据显然是不够的
。

僧传记玄高之母于弘始二年 ( 4 00) 感梦受胎
,

弘始三年 ( 4 01 )二

月八日生高
,

轻易改动这一记载是不严肃的
。

又据 (高僧传
·

慧览传 )
,

慧览
“

少与玄高俱以寂观

见称
” ,

东大明中 ( 457 一4 64) 卒
,

如此他生于公元 39 7 至 404 年
,

既云二人年少时齐名
,

则其年

龄相若
,

故僧传云玄高生于弘始三年是有根据的
。

那么玄高于十岁时从学觉贤是否有可能呢 ? 据僧传
,

玄高十二岁时始辞亲出家
。

十岁之

时尚未入道
,

更谈不上受戒习禅
。

那么是不是如宣方博士所说
,

这是一个后人编造出来的神话

呢 ? 其实不然
,

因为慧皎在《禅论 ) 中明确说道
: “

沙门智严躬履西域
,

请厨宾禅师佛驮跋陀更传

禅业东土
,

玄高
、

玄绍等并亲受仪则
。 ”

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
,

就不应轻易否定这一结论
。

觉贤离开长安的时间其实未必是在义熙七年
,

也有可能是在义熙九年或更迟
。

义熙七年

说有三种资料为证
,

其一是僧枯 (出三藏记集 )觉贤传
,

这是最早的材料
,

也是此说的始作俑者
,

其二为 (高僧传
·

佛驮跋陀罗传 )
,

其三为 (法显传 )
。

僧佑谓觉贤被摈之后
,

先至庐山
, “

自夏迄冬
,

译出禅数诸经
” ,

后
“
以义熙八年

,

遂适荆州
” ,

如此可以推断觉贤是在义熙七年初离开长安的
。

僧枯还记录了一个故事
,

觉贤既至荆州
, “

时

陈郡袁豹为宋武帝太尉长史
,

在荆州
。

佛贤将弟子慧观诣豹乞食
。

豹素不敬信
,

待之甚薄
。
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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饱辞退
,

豹曰
: `

似未足
,

且复小留
。 ’

佛贤白
: `

檀越施心有限
,

故令所设已罄
。 ’

豹即呼左右益饭
,

饭果尽
。

豹大惭
。

既而问慧观曰
: `

此沙门何如人 ?
’

观答曰
: `

德量高邀
,

非凡人所测
。 ’

豹深叹

异
,

以启太尉
。

太尉请与相见
,

甚崇敬之
,

资供备至
。

俄而太尉还都
,

请与俱归
,

安止道场寺
。 ”

僧传所述与此大同
,

只是加了一句
“

宋武南讨刘毅
,

随府界于江陵
” 。

据 (宋书 )
,

刘裕以义

熙八年九月讨伐刘毅
,

十月王镇恶克江陵
。

袁豹既为太尉长史
,

故随到江陵
。

如此觉贤当在义

熙八年十月以后到达江陵
,

其到豹府乞食
,

当在此年末或次年初
。

刘裕还都是在义熙九年二

月
,

觉贤亦当于此时同归建康
。

这一故事与史实无违
,

袁豹其时确为太尉长史
,

且正在江陵
。

更为重要的是
,

还有一个可

靠证据
,

即 《法显传)
。

现存本 (法显传 )有
“

遂便南下向都
,

就禅师出经律
”

之句
,

而文末又有
“

是

岁甲寅
” ,

表明此传作于义熙十年
,

这就足以证明觉贤义熙十年前就已经到了京都
。

如此似乎觉贤义熙七年离长安
,

义熙九年到建康 已经成了定案
。

然而
,

《高僧传
·

慧观传》

却提出了另一说法
: “

什亡后
,

乃南适荆州
。

州将司马休之甚相敬重
,

于彼立高慢寺
,

使夫荆楚

之民去邪归正者
,

十有其半
。

宋武南伐休之
,

至江陵与观相遇
,

倾心待接
,

依然若旧
。

因救与西

中郎游
,

即文帝也
。

俄而还京
,

止道场寺
。 ”

按照此说
,

则觉贤与慧观等还都是在义熙十一年 (41 5 ) /又月
。

那么义熙七年离开长安说还

能否成立呢 ? 司马休之于义熙八年九月取代刘毅任荆州刺史
,

但其真正进驻江陵须在十月收

复之后
,

而其获得任事之权怕是应在义熙九年二月刘裕还京以后
。

因此觉贤与慧观可能是在

义熙九年或十年离开庐山的
,

其离开长安当在义熙七年以后
。

这也只是出于推测
,

更为重要的

是
“

什亡后
”

一句提供了线索
,

表明觉贤与慧观是在罗什卒后离开长安的
,

因此罗什卒年的确定

对于确定觉贤离开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
。

罗什的卒年恰恰是一个难解之谜
。

僧枯未言罗什的具体卒年
,

但说是在义熙中
。

到慧皎

的时代
,

就已经弄不清了
。

(高僧传 ) 罗列了弘始七年 ( 405 )
、

八年 ( 4 0 6 )
、

十一年 ( 4 0 9) 八月二十

日三种说法
,

但倾向于最后一种说法
。

这些说法一直流行到唐初
,

吉藏 ( 549 一 623) 仍然采用弘

始七年十二月或弘始八年八月二十 日说 (吉藏 (百论疏 ) 卷上之上 【大正藏 42 册
,

235 页下 ]
,

(法华游意 )[ 大正藏 34 册
,

64 9 页下 〕)
,

表明他也没有新发现
。

然而
,

道宣 (广弘明集 )卷二十

三却收录了僧肇所撰的 (鸡摩罗什法师沫 )
,

其中明确提到罗什
“

癸丑之年
,

年七十
,

四月十三

日
,

亮于大寺
” ,

即在弘始十五年 ( 41 3 )
。

僧肇的诛文应当是最为可靠的资料
,

但由于发现较晚
,

是故有不少学者对此表示怀疑
。

首

先对此表示怀疑的是琢本善隆
,

他的理由无非是前人如梁代的僧枯
、

宝唱
、

慧皎
,

隋代的费长房

等皆不知此诛文的存在
,

然而这一理由显然是不足为据的
,

因为前人未知
、

后世有新的发现之

事并不罕见
。

谦田茂雄也是依照这一思路提出疑问的
。

他指出
,

隋代的吉藏亦未见此诛文
,

更

为重要的是
,

撰述 (开元释教录》的智异亦未引用此沫文
,

而《开元录》中明明提到道宣的 (广弘

明集》
,

假如僧肇的沫文果然收入此书的二十三卷
,

那么智异为什么不加引述呢 ? 因此谦茂雄

认为此谏文是作于公元七三 O 至七九九年间的伪作 (谦 田 茂雄 (中 国佛教通史》 第二卷 224

页
,

关世谦译
,

佛光 出版社 1 9 8 6 年版 )
。

既然僧肇沫文为伪作
,

那么罗什的卒年还是应 以僧传

为准
。

这一论据显然是不充分的
。

智异未加引用
,

并不表明道宣的《广弘明集》未收
,

说智异未看

到也缺乏说服力
,

或许是他对诛文的真实性也有一定的怀疑
,

因为道宣未说明其出处
,

隔了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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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久才出现
,

今人不加深信
,

古人当然也会抱有疑问
。

认定诛文为伪作必须有适当的理由
,

作伪的第一前提必须是对作伪者有好处
,

否则他又何

必如此呢 ? 那么伪作这一诛文又有什么意义呢 ? 谦田茂雄所谓
“

盖或许为了显示权威而说僧

肇作《肇论》的年代
,

罗什依然在世
,

且受其教化
”

(同上 )未免过于牵强
。

按照这一说法
,

三论宗

应当最有理由编造诛文
,

然而在公元八世纪
,

三论宗早就已经传承不明了
。

证明罗什在弘始十一年后去世有多种证据
,

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见于 (出三藏记集 )卷十一

的《成实论记》 :

“

大秦弘始十三年
,

岁在禾韦
,

九月八 日
,

尚书令姚显请出此论
,

至来年九月十五 日讫
。

外国法师鸡摩罗者婆手执胡本
,

口 自传译
,

昙悬笔受
。 ”

由此可知
,

至少弘始十四年 ( 41 2) 的九月罗什仍然在世
,

足以破除弘始七年
、

八年或十一年

说
。

谦田茂雄却认为它不可靠
,

证据是
“

译者及译出年时的记载过于简略
。

虽有尚书令姚显其

名
,

但在清万斯同的 (伪后秦将相大臣年表》
,

弘始十三年的姚显是卫大将军
,

不是尚书令 ;弘始

十三年及十四年的尚书令是姚弼
,

因此 <成实论记》的记载
,

应不足采信
”

( (中国佛教通史 ) 第二

卷 2 29 页 )
。

此记依僧枯之说只是出论后记
,

简略一些亦无足怪
。

弘始十三年姚显固然不是尚书令
,

但

姚显做过尚书令却是无疑的
。

僧翻 ( 自在王经后序》有
“

秦大将军
、

尚书令
、

常山公姚显
,

真怀简

到
,

彻悟转诣
”

之句
,

此序作于弘始九年
,

表明其年姚显已经是尚书令了
。

《弘明集》卷十一收录

了 (道恒道标二法师答秦主姚略劝罢道书并姚主书 )
,

其中也有
“

今救尚书令显
”

之语
。

这都表

明姚显做过尚书令
。

虽然弘始十三年时姚兴以子弼为尚书令
、

大将军
,

姚显被降为卫大将军
,

但《后记》作者以姚显曾任过的最高职务尚书令名之
,

也不为过
,

若谓其时姚显不再是尚书令
,

故不可以尚书令名之
,

那就是胶柱鼓瑟了
。

依《成实论记》
,

《成实论 )应当是罗什最后译著之一
。

谦田茂雄却千方百计证明《成实论》

的早出
,

举《高僧传
·

昙影传》为证
,

其有
“

初出《成实论》
,

凡净论问答
,

皆次第往返
。

影恨其支

离
,

乃结为五番
,

竟以呈什
,

什曰
: `

大善 ! 深得吾意
。 ’

什后出《妙法莲华经 ) … …
”

之句
,

谦便认

定先出《成实》
,

后出《法华》
,

其实这只是僧传笔法
,

不足为据
。

《僧都传》谓
“

什所翻经
,

翻并参

正
。

昔竺法护出 《正法华经
·

受决品》云 :
天见人

,

人见天
。

什译经至此
,

乃言此语与西域义同
,

但在言过质
。

都曰
: `

将非人天交接
,

两得相见 ?
’

什喜曰
: `

实然
。 ’

其领悟标出皆此类也
。

后出

(成实论》
,

令都讲之
” ,

是不是也可证明 (成实论 ) 出在 (法华)之后呢 ?

谦田茂雄又引 (历代三宝记 )卷八
“

(成实论 )二十卷或十六卷
,

弘始八年出
,

昙略笔受
,

见二

秦录
” ,

说明其早出
,

然他 自己也不相信托名僧椒的 (二秦录 )
,

其实此说可能并非毫地根据
,

只

是弘始八年当作义熙八年 ( 4 12 )
,

因为 (成实论 )译讫是在义熙八年九月十五 日
。

托名僧翻的

(二秦录 )可能是南人之作
,

用的是晋之正朔
,

后人不明底细
,

当成了弘始八年
。

《成实论》之晚出还有其他证据
。

僧翻为罗什门下第一人
,

撰诸经序
,

多兼述此前译出的其

他经论
,

在现存的诸经论序中
,

无一语道及 《成实论》
,

这足以证明其出也晚
。

据吉藏 (三论玄

义 )
、

《中论序疏 )
、

(中观论疏》等
,

僧都作过 (成实论序>
,

并为讲论之始
。

(三论玄义》卷上云
:

“

昔罗什法师翻 (成实论 )竟
,

命僧都讲之
。

什师段后
,

敷公录其遗言
,

制论序
: `

(成实论 )者
,

佛

灭度后八百九十年
,

厨宾小乘学者之匠
,

鸡摩罗陀上足弟子诃梨跋摩之所造也
。

其论云
:

色
、

香
、

味
、

触实也
,

地
、

水
、

火
、

风假也
。

精巧有余
,

明实不足
,

推而究之
,

小乘内之实耳
。

比于大乘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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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复龙烛之于萤耀
,

未足喻其悬矣
。
”

,

《成实论序》是在罗什卒后作的
,

并且表达了罗什本人的

意 图
,

这是否表明 (成实论 )为罗什最后译著之一
,

僧翻在其生前忙于讲解
,

未及为序呢?

僧都 (成实论序》很可能有此论翻译的时间
,

但是由于吉藏坚信罗什卒于弘始七年或八年
,

对于这一时间不肯采纳
,

未引全序
,

也使后人丧失了可以确定此论译时和罗什卒年的最可靠的

资料
。

(中观论疏》一末还有
“

翻师《成实论序》
,

述罗什语云
: `

马鸣是三百五十年出
,

龙树是五

百三十年出 ” ,

之语
,

表明此序总结了罗什所译大小乘经论
,

在诸序中最为珍贵
,

可惜不见全豹
。

《成实论记》其实是不必怀疑的
。

若谓其不足采信
,

那么就等于认定为伪作
。

那么伪作此

记又有什么意义呢 ? 对伪作者又有什么好处呢 ?

(成实论记 )可以辅证诛文的可靠性
,

但诛文所持的
“

四一三说
”

并非只此一证
。

据《高僧传
·

昙琶传 )
,

慧远弟子昙琶充当慧远与鸡摩罗什之间的信使
, “

为远入关致书罗

什
,

凡为使命十有余年
” ,

任继愈等以为
“
罗什死于公元 41 3 年

,

此首次投书约在 403 年
,

为东晋

元兴二年
”

(任继愈主编 (中国佛教史 ) 第 2 卷 61 3 页注 ( 3)
,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 8 5 年版 )
,

其实没必要如此反推
。

慧远致罗什的第一封信有
“

去岁接姚左军书
”

之句
,

罗什以弘始三年

( 4 0 1) 十二月二十日至长安
,

时已岁末
,

就算左将军姚篙马上致书慧远
,

慧远接到此信之时也应

在弘始四年之初了
,

一个
“

去岁
”

就足以表明慧远最早是在弘始五年 ( 4 03 )首次致书罗什的
。

昙

琶原为武将出身
,

故能
“

强悍果敢
” ,

不辱使命
。

其于弘始五年首充信使
,

且为使命十余年
,

则罗

什必当于弘始十五年 ( 4 1 3) 以后卒
。

汤用彤据以史书
,

认为刘裕讨平桓玄 (公元 4 04 年 )之后遣大参军诣姚显通和
,

姚显使吉默

报之
,

至是两国通好
,

交聘不绝
, “

约在此时前后 (义熙元年顷 [公元 405 年 〕)慧远得姚左军书
”

(汤用形
:
(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)

,

中华书局 1 9 8 3 年版
,

253 页 )
,

如果慧远于义熙元年得姚

篙之书
,

那么他首次致书罗什必在义熙二年
,

如此则昙琶为使
“

十有余年
”

就到了义熙十二年
,

未免太迟
。

那么姚左军是否另有其人呢 ? 后秦崇佛最剧者除姚兴
、

姚乱父子外
,

当首推大将

军
、

常山公姚显与安成候姚篙二人
,

姚兴钦慧远之德风
,

赠以龟兹国细缕杂变像
,

又令姚篙献其

珠像
,

可见姚篙与慧远是有交情的
。

故此
“

姚左军
”

当为姚篙无异
。

据僧肇 (百论序)
,

弘始六年

( 40 4) 译 (百论 ) 时姚篙为秦司隶校尉
、

安成候
,

未有左将军之衔
,

僧都 (法华经后序 )则称秦司隶

校尉
、

左将军
、

安成候姚篙
,

则姚篙当于弘始六年至八年间加左将军衔
。

据诸经序
,

罗什于弘始

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译出 (大品)
,

又加校正
,

至弘始六年四月二十三 日乃讫
。

同年十月十七 日罗

什又与弗若多罗共译《十诵》
,

是《百论》之译出
,

当在此年四月至十月间
。

姚篙或以是年末加左

将军
,

并致书慧远
,

告以罗什入关之事亦未可知
。

若然则慧远首次致书在弘始七年
,

昙 琶为使

则至弘始十七年 ( 41 5 )
。

因为按照情理
,

姚篙通报罗什入关之讯
,

不应太迟
。

僧氰《喻疑 ) (一说作者为慧都
,

误 )有
“

及至符并龟兹
,

三王来朝
,

持法之宗
,

亦并与经俱集
。

究摩罗法师至 自龟兹
,

持律三藏集 自厨宾
,

禅师徒众寻亦并集关中
。

洋洋十数年中
,

当是大法

后兴之盛也
”

之语
,

所谓大法兴盛
“

洋洋十数年
” ,

足以破除弘始十一年说
。

此
“

十数年
”

是以罗

什为核心的
,

罗什以弘始三年末到长安
,

以弘始十五年终于大寺
,

正好满足十数年
。

罗什卒后
,

觉贤被摈
,

卑摩罗叉出游关左
,

佛陀耶舍辞还外国
,

大师星散
,

长安佛教已呈衰败之势
,

与兴盛

无缘
。

因此若谓罗什于弘始十一年八月去世
,

则其弘法时间只有八年
,

此后诸大师亦多散去
,

长安佛教盛极而衰
,

何来佛法兴盛
“

洋洋十数年
”

之说 ?

僧肇有《答刘遗民书 》
,

谦田茂雄认为此书作于弘始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( (中国佛教通史 ) 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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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卷 29 9 页 )
,

汤用彤则认为是弘始十二年 ( 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》23 3 页 )
。

这一时间的确

定与道生离开长安的时间有关
。

(出三藏记集》道生本传谓其于义熙五年 ( 4 0 9) 还都
,

由于途中

在庐山稍事停留
,

故谓其于弘始十年 ( 4 0 8) 离开长安
,

其年夏末到达庐山比较合适
。

刘遗民看

到了由道生带来的 (般若无知论》
,

对其中一些说法有疑问
,

故而于次年十二月致书僧肇
,

僧肇

的回信应当在第三年的八月
。

将道生离开长安的时间定为弘始九年 ( 40 7)
,

无非是为了证明罗

什卒于弘始十一年说能够成立
,

其实这里面仍有不少问题
。

道生在罗什门下号为
“

四圣
”

之一
,

其从学罗什的时间不应太短
,

道生约于弘始六年 ( 4 04 )与慧氰
、

慧严
、

慧观等自庐山到达长安
,

若谓九年夏便离开
,

未免过短
。

道生有《维摩经注 》
,

且僧传有
“

初关中僧肇始注维摩
,

世咸玩

味
,

生乃更发深旨
,

显扬新异
,

及诸经义疏
,

世皆宝焉
”

之句
,

故而生注是在肇注流行之后
,

其离

开长安不应过早
。

即便此书果作于弘始十一年八月十五日
,

若罗什五日之后便当辞世
,

僧肇还

说什么
“

什师休胜
” 、 “

什师于大寺出新至诸经
,

法藏渊旷
,

日有异闻
” ,

恐怕与事实及情理不合

吧
。

假如罗什果如谦田茂雄一再试图证明的那样是患急症而亡 (无非是为了弥补与肇书的裂

缝 )
,

那么五日前还在
“

出新至诸经
”

(当是支法领携至 )的罗什必定有未完成的译作
,

而僧传本

传却谓罗什临终自述
“

凡所出经论三百余卷
,

唯`十诵 ) 一部未及删烦
,

存其本 旨
,

必无差失
,

愿

凡所宣译
,

传流后世
,

咸共弘通
。

今于众前发诚实誓
:
若所传无谬者

,

焚身之身
,

舌不焦烂
” ,

可

见并无未曾译完的经典
,

(十诵》业已完成
,

只是罗什还想加以删治而已
,

今既不果删烦
, “

存其

本旨
” ,

亦无差失
。

罗什对自己的译作是充满信心的
,

认为自己留下的都是经得住考验的佳作
,

于此并无遗憾
。

僧肇 (答刘遗民书 )本身就说明了其写作时间
。

(出三藏记集 )卷三将僧肇 (长阿含序 )与

(答刘遗民书 )并列 以说明 (四分律》的译事
。

所谓
“

三藏法师于中寺出律
,

本末精悉
,

若睹初

制
” ,

按照肇序
,

指的是弘始十二至十四年佛陀耶舍于中寺出 (四分律》
,

这就证明《答刘遗民书》

必然作于弘始十二年以后
。

而此时罗什还颇
“

休胜
” ,

正忙于译经
,

怎么会于上年就去世了呢?

僧肇 (上秦主姚兴表》中有
“

在什公门下十有余年
”

之句
,

(开元释教录》以此来证明罗什卒

年不可能在弘始十一年
,

因为如此则最多八年
,

不满十年
,

不得谓
“

十余年
” ,

(贞元新定释教目

录》亦以此来印证弘始十五年说
,

似乎都忽视了僧肇曾至姑减从学罗什的传说
。

《高僧传
·

僧肇

传》有
“

后罗什至姑减
,

肇 自远从之
,

什噬赏无极
。

及什适长安
,

肇亦随返
”

之语
,

然而这一传说

唯见于僧传
,

不见他籍印证
。

在现有僧肇著述中
,

看不出这一传说的证据
。

如果此说属实
,

则

僧肇为罗什秦地第一位弟子
,

而僧都在 《大品经序 ) 中提到参与译经的义业沙门慧恭
、

僧智
、

僧

迁
、

宝度
、

慧精
、

法钦
、

道流
、

僧都
、

道恢
、

道标
、

道恒
、

道惊等
,

没有提到僧肇的名字
,

或谓前述皆

是宿旧
,

僧肇年少
,

不预其列亦无足怪
。

然佛门并不只是强调年腊
,

入门先后也很重要
,

若是僧

肇早在姑减就从学于罗什
,

算是罗什关中弟子第一人
,

而且其时已到了
“

名震关辅
”

的冠年
,

僧

氰也不好不加提及吧
。

据史传
,

虽然姚袋父子早就
“

抱其高名
,

虚心要请
” ,

然
“

诸 吕以什智计多解
,

恐为姚谋
,

不许

东入
” ,

姚兴不得已
,

于弘始三年五月派陇西公硕德西伐吕隆
,

大破隆军
,

隆只好于九月上表归

降
,

并乖乖地交出罗什
。

因此僧肇若是在此之前西至姑藏
,

吕隆未必会接纳他
,

不将他当作秦

国奸细就不错了
。

吕光父子并不弘法
,

故虽然罗什
“

停凉积年
” ,

却是
“

蕴其深解
,

无所宣化
” ,

也

就是说
,

罗什在凉十八年
,

根本没有从事弘化
,

并无弟子
,

在这种情况下
,

来 自敌国的僧肇能否

远至是个问题
,

即便能穿越关卡
,

恐怕也无计停留
。

因此所谓僧肇远至姑减从学罗什数年是不

1 05



合情理的
。

值得注意的是
,

后世似乎也无人认可僧肇远至姑减求学的传说
。

吉藏 《百论序疏》谓僧肇
“

罗什至京师
,

因从请业
” 。

吉藏以僧肇为
“

玄宗之始
” ,

又搜罗极广
,

对僧肇最有研究
,

他的意见

是应当重视的
。

元康 (肇论疏 )卷下谓
“

在什公门下十有余载
,

十九事什公
,

三十一亡
,

十余年

也
” ,

僧肇十九岁时即弘始四年 ( 4 0 2 )
,

也就是说
,

罗什至长安后才从学
,

与吉藏之说一致
。

吉藏

《百论疏 ) 又云
“

在什公门下十有余年
,

亦云十有二年
” ,

而自弘始三年末至弘始十五年四月正好

为十二年
,

恰好证明罗什的卒年为弘始十五年
。

此说亦为元康 (肇论疏 )所本
,

僧肇晚罗什一年

而卒
,

罗什卒时他三十岁
,

十九岁从学
,

故在罗什门下正好十二年
。

若认定罗什于 弘始十一年

卒
,

则其时僧肇只有二十六岁
,

从学罗什也只有八年
,

不可谓十余年
,

因此元康也是认定罗什先

僧肇一年 (弘始十五年 )而卒
。

因此所谓僧肇至姑减从学罗什说是慧皎取自传闻
,

并不可靠
。

自弘始十一年向前反推十

二年以确定僧肇从学罗什的时间是不足取的
。

(上秦主姚兴表 ) 称
“

肇以微躯
,

狠蒙国恩
,

得闲

居学肆
,

在什公门下十有余年
,

虽众经殊趣
,

胜致非一
,

涅梁一义
,

常以听习为先
” ,

这段话如何

断句非常关键
,

若谓至
“

得闲居学肆
”

为一句
,

则
“

十有余年
”

有可能从姑减算起
,

然细推文意
,

颇

觉不然
。

此表处处推崇姚兴
,

肇之闲居学肆固是蒙受国恩
,

其得以在什公门下十有余年
,

何尝

不是出自国恩 ! 若谓自姑减算起
,

又与下文不符
。

罗什在姑减时处境尴尬
,

与弄臣一般
,

吕氏

根本不允许他讲经说法
,

是以十数年中
,

毫无作为
,

所谓众经殊趣
、

涅梁胜至
,

僧肇是无缘听习

的
。

因此无论僧肇是否到过姑减
,

此
“

十有余年
”

都只能从罗什至长安后算起
,

弘始十一年说是

绝无成立之可能的
。

从现有资料来看
,

实在难以发现沫文有何
“

不足置信
”

之处
。

谦田茂雄所谓费长房《历代三

宝记》卷八记载罗什年龄为
“

七十四岁
”

( (中国佛教通史》 第二卷 2 29 页 )
,

也许别有所本
,

因为

从大正藏本实在看不出来这一记载
,

原文明明是说罗什弟子道融活了七十四岁
,

根本没提罗什

的年龄
,

据此认定沫文
“

不足置信
” ,

实在不足置信
。

诛文言
“

昔吾一时
,

曾游仁川
。

遵其余波
,

纂承虚玄
。

用之无穷
,

钻之弥坚
。

罐 日绝尘
,

思加数年
。

微情未叙
,

已随化迁
。

如可赎兮
,

贸之

以千
。

时无可待
,

命无可延
。

惟身惟人
,

靡凭靡缘
。

驰怀周极
,

情悲昊天
。 ”

一方面表达了僧肇

对罗什的深情
,

一方面又将自己与罗什的师生之情与孔颜相比
,

也表明了僧肇强烈的自信
。

作

此诛时
,

僧肇正好三十岁
,

其才其识
,

其命其身
,

正可与颜子相比
。

僧肇以颜子自期非始于此
,

《百论序》有
“

钻仰累年
,

转不可测
”

之句
,

其时僧肇始逾冠年
,

已经是
“

名震关辅
” 、

颇怀时誉了
。

诛文还称
“

人之寓俗
,

其途无方
。

统其群有
,

纽兹颓纲
。

顺以四恩
,

降以慧霜
。

如彼维摩
,

迹参

城坊
。

形虽圆应
,

神冲帝乡
。

来教虽妙
,

何足以减
” ,

这是僧肇对罗什身受妓女
、

不住僧坊之秽

行的辩护
。

罗什此行是为了统群有
、

振颓纲
,

为了实现这一目标
,

就必须寓俗无方
。 “

顺四恩
”

其实特指国主恩
,

是说罗什身受妓女是出于国主之命
,

为报其恩
,

须顺其意 ; “

降慧霜
”

其实是强

调智慧最为重要
,

以回护罗什戒行之有亏
、

禅修之不足
。

更以罗什与维摩相比
,

倒是极为恰当
。

“

来教虽妙
” ,

也许指的是觉贤
,

觉贤与罗什一派不合
,

孤高其行
,

不修人事
,

僧肇心服其德
,

口 不

肯承
,

主要是出于情感与宗派之见
,

不得不为罗什辩解
。

因此诛文虽然发现较迟
,

其可靠性还是不容怀疑的
。

罗什的卒年亦当以诛文为准
,

即弘始

十五年四月十三 日
。

既然罗什卒于弘始十五年
,

那么觉贤就不可能在义熙七年离开长安
,

也不可能在义熙九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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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建康
。

其实依据史实
,

觉贤在义熙九年与刘裕一起还都的可能性也很小
。

刘裕当时恐激诸

葛长 民为乱
,

轻舟潜归
,

在这种情况下
,

他是不大可能带觉贤师徒同归的
。

那么又何以说明《法

显传 )
“

就禅师出经律
”

之说呢 ?

《法显传》之后有一段跋文 :

晋义熙十二年
,

岁在寿星
,

夏安居末
,

迎法显道人
。

既至
,

留共冬斋
。

因讲集之 际
,

重

问游历
。

其人恭顺
,

言辄依实
,

由是先所略者
,

劝令详载
。

显复具叙 始末
,

自云
: “

顾寻所

经
,

不觉心动汗流
。

所以乘危履险
,

不惜此形者
,

盖是志有所存
,

专其愚直
,

故投命于不必

全之地
,

以达万一之冀
。 ”

于是感叹斯人
,

以为古今罕有
。

自大教东流
,

未有忘身求法如显

之比
。

然后知诚之所感
,

无穷否而不通 ;志之所奖
,

无功业而不成
。

夫成功业者
,

岂不 由忘

失所 重
,

重夫所忘者哉!

这段跋文
“

迎法显道人
”

一句 日本镰仓古抄本作
“

慧远迎法显道人
” ,

章粪认为此句表明慧

远促成法显与觉贤合作译经之事
,

并非亲迎
。

郭鹏认为非亲迎之说
,

似与文意不符
,

此段跋文

或为慧远之作
,

或为远弟子雷次宗所写 (部鹅
: 《佛国记注译 》 148 页注 ( 2 )

,

长春 出版社 1 99 5 年

版 )
。

法显来京是否与慧远有关
,

不得其详
,

然义熙十二年八月七 日慧远入灭
,

夏末之时
,

慧远

还有没有精力顾及此事是个问题
。

且加上
“

慧远
”

二字
,

与文法不合
。

是故此事恐与慧远没有

直接关系
,

亦非雷次宗所为
。

从其文意来看
,

此跋文很可能为慧观之作
。

因为义熙十二年冬天法显正好在道场寺与觉

贤共译《摩诃僧低律》
。

慧观为觉贤首徒
,

也是道场寺务的主持者
,

由他出面迎请法显是很 自

然的
。

这段跋文表明两点
,

一是义熙十二年夏末法显始到京师
,

二是 《法显传 ) 有详略两个版

本
。

诸说多谓法显义熙九年至京
,

是泥于略本之说
。

略本原作于义熙十年
,

大概是在刘道怜驻

地京口所作
。

现存本实为后来详载改订之本
,

成于义熙十二年之后
,

故加进了
“

南下向都
,

就禅

师出经律
”

之句
,

然略本最后的
“

是岁甲寅
”

却未加改动
,

难怪后人受其迷惑
。

此说非只此一证
,

僧枯 (出三藏记集》卷三谓
“

法显 以晋义熙十二年还都
,

岁在寿星
” ,

此前

又引 (法显记 )说明诸戒本的由来
,

这表明僧枯是读过 (法显记》的
,

他仍然肯定法显十二年还

都
,

表明是明了
“

就禅师出经律
”

之始末的
。

从译经之时也可看出这一说法的可靠性
。

觉贤来京之后
,

最先翻译的是法显带来的《摩诃

僧 }氏律 )
,

以十二年十一月始
,

十四年二月讫
。

如果义熙九年二人都到了京师
,

为什么拖到三

年以后才开始译经呢 ? 依 (法显传 )
,

义熙十年时就已经出经律了
,

那么为何诸录皆谓译事最早

始于义熙十二年呢 ?

是故《法显传 )之说事出有因
,

不足以作为觉贤义熙九年二月还京的证据
。

觉贤应如慧观

本传所述
,

于义熙十一年八月随刘裕还京
,

止道场寺
。

僧传昙琶本传谓其
“

凡为使命十有余年
”

后
, “

京师道场僧鉴抱其德解
,

请还扬州
” ,

前述昙

琶以弘始七年首次出使
,

十余年后则至少是弘始十七年
,

即义熙十一年
,

其最后一次出使是故

应在罗什卒后
,

其时京师道场寺的住持是僧鉴而非觉贤
。

这表明觉贤义熙九年还京是不可能

的
。

觉贤还京的时间可下定论
,

然其离开长安之时尚难定断
,

或为弘始十五年末
,

或为十六年

初
。

罗什以四月十三日卒
,

四月十六 日即开始夏安居
,

七月十五日结束夏坐
,

在这段时间内
,

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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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徒众即便对觉贤有怨言
,

也不好公然加以驱逐
。

因此觉贤被摈应当是在弘始十五年秋以后
。

慧远《万佛影铭》有
“

晋义熙八年
,

岁在壬子
,

五月一 日
,

共立此台
”

之说
,

汤用彤先生认为
:

昔慧远奉侍道安
,

尝闻西域沙门言西域有佛影 (按安公 曾作 (西游志》
,

盖集录游方僧

人传说 )
。

及晋义熙中
,

在庐山值局宾禅师佛陀跋多罗 (约于六七年 顷到庐 山 )
,

及 南国律

学道士 (不知为何人
,

但似非法显
。

因显时尚未归来 )
,

详问其所亲见
,

乃立台画像 (义熙八

年五月立 台 )
,

并刻铭于石 (义熙九年九月作铭 )
。

于是挥翰之宾
,

全焉同咏 (详 (广弘明集 )

慧远 (佛影铭》 )
。

并命弟子道秉远至 江东
,

嘱谢灵运制铭
,

以充刻石 (见 《广弘明集 )
。

铭作

于义熙九年秋冬之后
,

故言及 法显
。

又铭之序中
,

言
“

庐 山法师闻风 而悦
” ,

乃指远公在远

方闻天竺佛教流风遗泽而悦
,

非闻法显言也
。

铭中有
“

承风遗则
”

句可证
。

) ( (汉魏 两晋南

北朝佛教史》2 4 6 页 )

这段话是有问题的
。

觉贤到 山不可能在义熙六七年顷
。

或因慧远《铭》中有
“

及在此 山值

厨宾禅师
、

南国律学道士
”

之说
,

既然义熙八年五月就立台画像
,

则觉贤之来山必在此前
,

此
“

南

国律学道士
”

必不得为法显 (其时未还晋土 )
。

其实这是对慧远铭文的误解
。

义熙八年五月只

是立台
,

并未画像
。

慧远
“

遇西域沙门
,

辄 冶游方之说
,

故知有佛影
,

而传者尚未晓然
。

及在此

山
,

值厨宾禅师
、

南国律学道士
,

与昔闻既同
,

并是其人游历所经
,

因其详间
,

乃多有先徽然后

验
” ,

也就是说
,

慧远过去只是从西域沙门那里听说过佛影
,

但讲说者也是得 自传闻
,

并非亲历
,

故对其详情也
“

未晓然
” ,

只是在觉贤等亲睹佛影者来山之后
,

才具悉其状
,

始
“

图而铭焉
” 。

据远《铭》
,

图铭之时是在义熙九年九月三 日
,

故立台与画像并非同时
。

这个细节非常重

要
,

立台之时觉贤未至
,

图 (画像 )铭之时始至
,

故与前说无违
。

汤先生正是由于忽视了这一细

节
,

才会得出觉贤早至及南国道士非法显的结论
。

其实谢灵运 《佛影铭》说得非常清楚
,

这个
“

南国律学道士
”

就是法显
。

谢《铭 )谓
“

法显道人至 自低渲
,

具说佛影
,

偏为灵奇
,

幽岩嵌壁
,

若

有存形
,

容仪端庄
,

相好具足
,

莫知始终
,

常自湛然
。

庐山法师
,

闻风而悦
。

于是随喜幽室
,

即考

空岩
,

北枕峻岭
,

南映浇涧
。

摹拟遗量
,

寄托青彩
” ,

说得再明确不过了
,

正是因为听到了法显
“

具说佛影
” ,

慧远才
“

闻风而悦
” , “

图而铭焉
” 。

所谓慧远
“

闻天竺佛教流风遗泽而悦
,

非闻法显

所言
”

是站不住脚的
,

不闻法显之言
,

慧远何以得知天竺佛教之流风遗则 ? 如果不是指佛影的

具体相状
,

只是普通的流风遗则
,

慧远早已从他人得之
,

为何不早加图铭呢? 谢 (铭》言
“

曾是望

僧
,

拥诚侠对
。

承风遗则
,

旷若有栗
。

敬图遗踪
,

疏凿峻峰
” ,

与前言一致
,

是谢灵运在编故事

了
,

而谢当时可能并未见过法显
,

他的消息来源则是慧远弟子道秉
。

宋志磐 (佛祖统纪 )卷三十

六谓 ,’( 义熙 )九年
,

迩维卫国沙门佛驮跋陀罗至庐山入社
” ,

堪为觉贤九年始至之一证
,

也可知

汤先生强说之失
。

法显以义熙八年七月至青州
,

在彭城住了一冬一夏
,

其后则至庐山
。

他的本意
,

有可能是

经庐山到长安
,

完成译经之弘愿
,

然在此山遇到觉贤师徒
,

知长安居之不易
,

故徘徊不前
。

觉贤

或在此之前到 山
,

故慧远首言之
。

由是觉贤离开长安当在弘始十五年七月十五 日之后
,

看来罗什徒众是害怕觉贤成为长安

佛教领袖
、

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的
,

迫不及待地要赶走他及其门徒
。

(出三藏记集 )本传谓觉贤至庐山后
, “

自夏迄冬
,

译出禅数诸经
” ,

如此则其到达庐山是在

八月底
,

其离开长安应当是在弘始十五年七月
。

僧传谓觉贤在庐山停留岁许
,

也就是不满一

年
,

可能他在其年冬天译出禅经之后便西至江陵
。

1 0 8



觉贤不东下京师却西至江陵
,

大概他对慧远解其摈事抱有一定希望
,

期待受到姚兴及关中

僧众的邀请
,

重回长安
。

在江陵
,

觉贤师徒受到司马休之的欢迎
,

他的天竺五舶来华的预言也

得到了证实
,

是以荆楚之民
,

归之者众
。

后休之败逃于秦
,

觉贤师徒又受到刘裕的尊崇
,

当时后

秦内忧外患
,

实力大减
,

觉贤也断绝 了重回长安的念头
,

于其年八月随刘裕东归建康
。

觉贤西至江陵
,

还因罗什卒后
,

江陵成为新的佛教中心
。

卑摩罗叉亦在罗什卒后出游关

左
,

在寿春石桐寺弘律
,

约于义熙十年末或十一年初南适江陵
,

在辛寺坐夏
,

开讲十诵
,

慧观
“

深括宗旨
,

记其所制内禁轻重
,

撰为二卷
,

送还京师
” ,

京师有谚曰
“

卑罗鄙语
,

慧观才录
” 。

这

也表明慧观在罗什卒后离开长安是可信的
。

在觉贤师徒和卑摩罗叉离开江陵后
,

昙摩耶舍又

来到这里
,

仍住在辛寺
,

大弘禅法
。

后来法显亦至江陵
,

卒于辛寺
。

可见江陵已成当时的佛教

中心
。

觉贤既 以弘始十六年初离开长安
,

那么他又是何时始至关中的呢 ? 汤用彤谓贤
“

约于弘始

十二年 (公元 41 0 年 )至长安
,

当不久即被摈
”

( (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) 21 8 页 ) ;法藏《华严经

传记》卷一觉贤传谓其
“

达青州东莱郡
,

闻鸿摩罗什在长安
,

欣然而来
,

则弘始十年四月也
”

(大

正藏 51 册 2 0 7 3 页中 ) ;任继愈等谓其约于弘始十年 ( 4 0 8) 至
,

41 1年被摈 ( ( 中国佛 教史 》第三

卷 140 页
,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9 8 8 年版 )
,

当依此
。

吉藏则谓弘始七年 (40 5) 至 (吉藏
:
(中论

序疏》
,

(三论玄义 )卷上 )
。

究此三说
,

七年嫌早
,

十二年过迟
,

惟十年稍近之
。

智严与宝云
、

法显等同游西域
,

据 (法显传 )
,

法显等约于弘始二年十月到达乌夷国
,

在此住

了两个月
,

此间智严
、

宝云等亦至
,

因为其国人不修礼义
,

待客甚薄
,

智严等三人不得已返向高

昌
,

以求行资
,

从此法显未与智严相见 (后来二人又在建康得遇 )
,

故在 (法显传》中未言智严日

后行踪
,

僧传
、

《枯录》亦未言智严到达厨宾的时间
,

然厨宾距西域最近
,

智严到达的时间应约在

弘始四年 ( 4 0 2 )
。

智严居此国三年
,

与觉贤在路上 又走了三年
,

其到达长安应约在弘 始九年

( 4 0 7 )
。

所谓弘始七年
,

当是始发之时
。

弘始七年说汤先生似亦赞同
,

其谓
“

智严于厨宾从佛大先比丘受禅法三年 (约在公元 401

至 4 0 3 年 )
,

并请佛陀跋多罗相偕东归 (至长安应在元兴三年 [公元 404 年 〕之后 )
”

(《汉魏两晋

南北朝佛教史》275 页 )
,

是说智严 401 年即到厨宾
,

从学三学即至 403 年
,

又三年归则应在 4 05

年
。

汤先生对僧传所载觉贤浮海东还说颇有怀疑
,

以为此事不见于 《智严传 ) ( (汉魏两晋南北

朝佛教史》2 1 8 页 )
,

若从陆路东还
,

则耗时更少 (厨宾在北天竺
,

陆路更近
,

若南下经六国至交

趾
,

再浮海至青州
,

自青州至长安
,

确实是绕了一个大圈子 )
。

然智严是否在弘始三年 ( 401 )便

至厨宾是个间题
,

依 (法显传 )
,

弘始二年 ( 4 00) 末智严返 向高昌
,

其后法显再未提及智严
,

表明

智严一直落在后边
,

而法显越过葱岭到达邻近厨宾的乌袭国的时间是约弘始四年 ( 402 )四月
,

在此坐夏
,

法显未到厨宾
,

只到过与此较近的陀卫国
、

弗楼沙国
,

智严到达厨宾的时间不应早于

法显
、

宝云到达厨宾周边诸国之时
,

因此最早是在弘始四年
。

既如是
,

智严从学三年
,

路途三

年
,

不应皆是刚好满两周年
,

因此弘始七年至长安是根本初丈可能的
。

任继愈等持弘始十年说
,

或亦与《肇论》所载之 《致刘遗民书》中有
“

(支法领 )请大乘禅师一

人
,

三藏法师一人
,

毗婆沙师二人
”

之说有关
,

(四分律序 )谓法领于弘始十年与佛陀耶舍 (三藏

法师 )俱还
,

则佛陀跋陀罗 (大乘禅师 )也有可能同至
。

然觉贤浮海还
,

必不与法领同行
,

至于法

领在天竺是否也曾邀请过觉贤
,

就不得而知了
。

言觉贤于弘始九年至
,

还有一个旁证
。

觉贤未至时
,

关中众僧咸从罗什学禅
,

罗什亦糊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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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王
,

编译禅经
,

教习禅法
,

而弘始九年闰月 (二月 )五 日僧翻却
“

重求检校
,

惧初受之不审
,

差之

一毫
,

将有千里之降
。

详而定之
,

辄复多有所正
,

既正且备
,

无间然矣
”

( 《关中出禅经序》 )
,

这大

概是由于觉贤既至
,

僧都恐见笑于方家
,

故重求校正
。

僧都 (喻疑 )称
“

究摩罗法师至 自龟兹
,

持律三藏集 自厨宾
,

禅师徒众寻亦并集关中
” ,

来 自

厨宾的持律三藏非指一人
,

有弗若多罗 (弘始六年前至 )
、

卑摩罗叉 (弘始八年至 )
、

佛陀耶舍 (来

时不详 )等
,

佛陀跋陀罗师徒或于卑摩罗叉至后不久即至
,

故有
“

寻亦并集
”

之说
。

又慧远二致罗什书有
“

去月法识道人
,

闻君欲还本国
,

情以怅然
”

之句
,

或谓此书作于义熙

二
、

三年间 (( 中国佛教通史》第二卷 3 85 页 )
。

此事颇费思量
,

罗什受姚兴之尊崇
,

弟子三千
,

威

荣无比
,

何以有返国之思 ? 莫非觉贤远至
,

关中乐静之徒咸转事之
,

不久便有弟子数百
,

罗什颇

有失落之感么 ! 罗什戒行有亏
,

心怀惭德
,

弟子亦多修人事
,

不类僧行
,

而觉贤一门
“

琶琶肃

肃
” ,

仪范清素
,

让罗什师弟相形见细
,

觉贤弟子是否以此指斥罗什不得而知
,

便有其事
,

罗什恐
J

泊也无从辩解
。

觉贤至后
,

太子姚乱请至东宫与罗什辩论
,

罗什未占上风
。

觉贤未至时
,

众人

咸谓罗什天下莫二
,

而卑摩罗叉
、

佛陀耶舍等既为罗什之师
,

自然不会与之争锋
,

觉贤一来
,

罗

什在禅律方面很快就落了下风
,

觉贤对其义学也不敢恭维
,

这样众人视之若神的罗什颇有光彩

尽失之感
,

他负气欲行就不足为怪了
。

觉贤在长安或言住大寺 ( 《智严传 ) )
、

或说宫寺 (( 答刘遗民书》 )
、

或说齐公寺 (( 出三藏记

集 ) )
、

或说石羊寺 ( (玄高传 ) )
,

其实诸说并不矛盾
,

因为他乐于游化
,

未曾定居一寺
。

觉贤以弘始十六年初离开长安
,

其时玄高已经十三岁
,

完全有可能从学禅法
。

僧传谓玄高

十二岁出家
, “

至年十五
,

已为山僧说法
,

受戒已后专精禅律
” ,

此为一段
,

下文
“

闻关中有浮陀跋

陀
”

为另一段
,

并无玄高受戒之后始至关中之义
。

玄高十三岁至关中学禅
,

十五岁正式收徒开

法
,

有弟子百余人
,

此时乃其隐居麦积山时
。

玄高乃少年天才
, “

聪敏生知
,

学不加思
” ,

故不可

以常情视之
。

玄高专精禅律
,

且颇重神通法术
,

与乃师宗风一致
。

其徒玄畅南下之后 又以三论
、

华严之

学见称于世
,

表明玄高一门重视禅慧
,

且觉贤师徒所译诸经
,

也传到 了玄高那里
,

是以玄畅在北

方时对华严经就有精深的研究
,

故在江东成为第一个疏解讲述华严大部者
。

玄高从学觉贤实无可疑
,

且玄高一门既为定学之宗
,

又颇重戒智
,

三学并重
,

止观双开
,

使

觉贤之学大弘于南北
,

为后世禅宗的兴盛奠定了基础
,

虽然后来传承不明
,

其贡献还是不容抹

杀的
。

(作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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